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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冠疫情初期, 青少年抑郁、焦虑问题急剧恶化, 而疫情后期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发展状况尚不清晰。

结合我国疫情发展趋势, 本研究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心理韧性量表、亲社会倾向量表收集了

疫情后期我国 1170 名中学生三次数据(T1 = 2021 年 5 月; T2 = 2021 年 11 月; T3 = 2022 年 5 月), 并借助潜在增长

曲线模型对疫情后期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变化轨迹、性别差异及其潜在因果进行探讨。结果表明, 疫情后期青少

年的抑郁、焦虑水平逐渐下降, 且男生和女生的变化轨迹无显著差异; 心理韧性对抑郁、焦虑的初始水平及其变化

轨迹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即 T1 的心理韧性水平越高, T1 的抑郁与焦虑水平越低, 此后抑郁和焦虑的下降速度也

越快。此外, 青少年抑郁的初始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均能够负向预测 T3 的亲社会倾向, 即 T1 抑郁水平越高, T3 亲社

会倾向越低; 抑郁下降速度越快, T3 亲社会倾向越高。总之, 在疫情后期, 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变化呈向好趋势, 

这一发现可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提供经验证据。 

关键词  青少年, 抑郁, 焦虑, 心理韧性, 亲社会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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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5 月, 我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从“突发

疫情应急围堵阶段”过渡到“常态化防控的探索阶

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020), 此后我

国逐渐进入疫情后的建设时期, 心理健康建设是其

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青少年作为对社会变迁较敏感

的群体之一, 相较于其他群体, 社会环境的突变对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俞国良, 王浩, 2020), 

具体表现为青少年的抑郁、焦虑在疫情初期进一步

恶 化 (Ma et al., 2021)。 然 而 , 根 据 发 展 情 境 论

(Developmental Contextualism; Lerner, 2002; Lerner 

et al., 2005), 个体的情绪情感状况由特定时期的环

境特征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疫情的突发性、危害

性等环境特征与尚不成熟的青少年相互作用时, 的

确使得青少年产生了更多的抑郁、焦虑问题(王晓

玉 等, 2023; Wu et al., 2021)。但在疫情后期, 社会

环境已逐渐发生质的改变。在社会急剧变迁下, 青

少年可能会做出新的反应来应对社会变迁带来的

挑战(俞国良, 王浩, 2020), 那么焦虑、抑郁作为个

体对环境刺激做出的情绪反应则可能呈现新的变

化。然而, 现有研究多聚焦在疫情暴发初期青少年

抑郁、焦虑的恶化以及检出率等内容(见综述 Deng 

et al., 2023; Ma et al., 2021)。一类研究对新冠疫情

暴发前、暴发时的抑郁、焦虑状况进行对比(如 Li 

et al., 2021; Wu et al., 2021), 另一类研究探讨了疫

情初期青少年抑郁、焦虑的短期变化趋势(如 Wang 

et al., 2022), 但鲜有研究涉及疫情后期我国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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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焦虑的发展状况。实际上, 我国疫情防控经

历了 4 个不同的阶段, 若仅仅依据疫情初期的变化

趋势及以往横断面研究构筑我国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建设, 这可能使得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建设存在滞后性。因此, 本文将采用纵向研究设计

探讨疫情后期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的变化趋势及其

潜在因果 , 以期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建设提供重要

依据。 

此外 , 根据心理健康变迁的三维理论框架(彭

海云 等, 2023; 辛素飞 等, 2021), 青少年心理健

康的发展趋势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 即近端−远端

环境因素、个体−群体因素以及社会变迁因素。其

中, 远端因素即是宏观环境因素, 近端环境因素即

是家庭、学校等与青少年有关的环境因素。个体因

素指青少年自身的心理品质, 如心理韧性; 群体因

素则是指青少年群体对环境的适应, 且群体层面的

适应机制是我国社会心态发展趋势的重要参考。基

于心理健康变迁的三维理论框架, 本研究一方面试

图通过识别宏观社会变迁因素(疫情后期的社会变

化)对青少年群体的抑郁、焦虑的影响, 以丰富我国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基础监测信息; 另一方面旨在探

讨抑郁、焦虑变化轨迹中的潜在个体预测变量(心

理韧性)对青少年抑郁、焦虑轨迹的影响。发展情

境论指出个体的心理发展由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

决定(Lerner, 2002; Lerner et al., 2005), 心理韧性作

为个体的积极品质, 是个体对环境积极适应的结果

(于肖楠, 张建新, 2005), 且已有研究表明在疫情期

间心理韧性是重要保护因素(Zhang et al., 2022)。因

而, 本研究将心理韧性视为青少年焦虑、抑郁发展

的个体预测变量进行探讨, 从而为青少年心理健康

干预体系提供新的思考。除了上述两个方面, 我们

还将探讨疫情后期青少年抑郁、焦虑发展的社会性

结果。以往研究发现, 亲社会倾向作为社会变迁下

个 体 心 理 健 康 发 展 状 况 的 行 为 结 果 (Pfattheicher 

et al., 2022), 与青少年的抑郁、焦虑密切相关(李明

霞 等, 2019; Padilla-Walker et al., 2015), 那么, 在

社会环境与青少年的互动形式发生明显改变(群体

因素)的条件下, 青少年的抑郁、焦虑的变化趋势是

否会影响其社会性发展, 目前尚无实证研究探讨这

个问题。据此, 本研究将亲社会倾向作为抑郁、焦

虑发展的社会性结果进行讨论。我们希望通过此研

究形成一条针对青少年抑郁和焦虑变化轨迹的因

果链, 进而总结疫情后期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发展

规律, 最终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建设提供系统化的政

策建议, 助力“健康中国 2030”目标的实现。 

1.1  疫情后期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变化轨迹 

关于疫情后期我国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的变迁

趋势, 目前存在三种竞争性的假说。首先, 多项研

究均发现新冠疫情的确与青少年抑郁、焦虑问题增

多有关。例如, 相较于疫情暴发前, 新冠疫情暴发

早期青少年的情绪问题、同伴关系问题、行为问题

进一步恶化(Stevens et al., 2023)。而在疫情后期, 

新冠疫情的“余波”依旧存在(苏思贞 等, 2023; Xie 

et al., 2022; Yang & Xin, 2020), 因而疫情后期我国

青少年抑郁、焦虑问题可能还会因疫情的“余波”而

出现短期的恶化。其次, 在疫情期间我国颁布了多

项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政策, 致力于在家庭、社

会等系统层面缓解青少年因新冠疫情而产生的抑

郁、焦虑情绪, 这种多层次的社会支持可能会“抵

消”外在风险因素的冲击(伍新春 等, 2016), 使得

青少年抑郁、焦虑问题的恶化速度放缓。也就是说, 

疫情后期我国青少年的抑郁、焦虑水平也可能随时

间的变化趋势不明显。但是 , 发展情境论(Lerner, 

2002; Lerner et al., 2005)还强调了人的可塑性, 即

个体的心理健康也会因教育或干预活动而获得积

极发展。有研究表明, 个体在应对压力事件后, 如

果拥有良好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和及时的心理干

预, 在一定程度上可激发个体的积极品质(如乐观、

希望), 致使个体得到心理上的积极成长(涂阳军 , 

郭永玉, 2010; Zhang et al., 2022)。在疫情后期, 我

国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针对青少年的心理咨询服

务得到普及(傅小兰 等, 2023), 这有助于青少年获

得更高水平的创伤后自我恢复和发展的潜能, 以致

其抑郁、焦虑问题发生积极改变(涂阳军, 郭永玉, 

2010)。实际上, 相关研究也表明, 青少年的抑郁、

焦虑的患病率已显著低于疫情发生之初(Li et al., 

2021), 我们也有理由推测疫情后期我国青少年抑

郁、焦虑水平的变化轨迹也可能存在第三种情况, 

即青少年抑郁、焦虑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基于此, 本

研究将借助三时点追踪设计, 探讨青少年的抑郁、

焦虑的变化特征。 

1.2  心理韧性对青少年抑郁、焦虑轨迹的预测

作用 

心理韧性通常是指个体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

的“反弹能力”或“复原力” (于肖楠, 张建新, 2005; 

Connor & Davidson, 2003)。心理韧性系统作用机制

模型(Davydov et al., 2010)表明, 心理韧性对个体

的心理健康存在三种作用机制, 即保护机制(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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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能够缓冲环境中的威胁因子对自身心理健康

的危害)、减少伤害机制(又称为恢复机制, 心理韧

性可助力创伤后的个体恢复到创伤前的心理健康

水平)和促进机制(心理韧性能够助力个体实现创伤

后成长, 获得更多的积极体验)。以往研究者通过探

讨心理韧性在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机制中的中介

或调节作用, 从静态视角考察了心理韧性的保护机

制(高雯 等, 2019)。心理韧性的减少伤害机制和促

进机制则需要从发展的视角进行动态探讨。然而, 

目前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地震等危机性和挑战性

较大的“急性”压力性事件(涂阳军 , 郭永玉, 2010; 

伍新春 等, 2016), 长期且大规模的“慢性”压力性

事件下心理韧性的减少伤害机制和促进作用机制

缺乏相关研究基础。新冠疫情对个体具有长期的、

潜在的影响(苏思贞 等, 2023), 这为探讨“慢性”压

力性事件下心理韧性对青少年抑郁、焦虑发展的长

期影响提供了环境背景。然而, 目前仅有少量纵向

研究表明 , 心理韧性能够“缓冲”新冠疫情初期抑

郁、焦虑的个体心理健康问题的恶化(Hezel et al., 

2022)。例如, 一项在美国新冠疫情暴发早期的研究

发现, 心理韧性能够“缓冲”新冠疫情初期抑郁个体

心理健康问题的恶化(Hezel et al., 2022)。但该研究

的样本量较少, 样本中大多是强迫症患者, 且该研

究的调查时间处于美国疫情暴发早期, 与我国的青

少年群体特征和疫情后期的特点并不相同。因而, 

在我国疫情后期, 青少年抑郁和焦虑变化轨迹作为

疫情后期社会变迁的后果, 是否会受到心理韧性这

一积极心理品质的影响呢？为回答此问题, 本研究

将利用纵向研究设计探讨心理韧性对疫情后期青

少年抑郁、焦虑变化轨迹的预测作用, 即心理韧性

的减少伤害或促进作用。 

1.3  青少年抑郁、焦虑轨迹对亲社会倾向的预测

作用 

青少年抑郁、焦虑情绪的变化也对应着社会心

态的变化(杨宜音, 2006),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 

亲社会倾向是社会福祉的重要反映(Moldes & Ku, 

2020)。通过探讨青少年抑郁和焦虑变化轨迹对亲

社会倾向的影响, 可以揭示情绪健康等社会心态变

迁对社会福祉的影响, 这从侧面证明心理健康建设

具有重大的社会经济意义。从个人发展角度来看, 

亲社会倾向也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核心指标, 而提

高个体或群体的亲社会倾向也是构建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的重要任务(辛自强, 2018)。然而, 目前研究

多集中在亲社会倾向对个体内化问题(如抑郁、焦

虑)的影响(段文婷 等, 2022), 仅有少量研究发现, 

具有抑郁、焦虑症状的个体更易断开与社会的联结, 

难以注意到他人的需要(李丹 , 2000; 李明霞  等 , 

2019)。但是, 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的个体是否更关注

自我与社会的联系, 具有较高的亲社会动机却尚无

明确的答案。共情利他主义假说(Batson, 1987)认为, 

当个体与他人的情感体验产生连接的时候, 就会产

生同情、温暖的感觉, 这会自发地激活个体的亲社

会动机。而抑郁、焦虑均与个体的情感体验有关(李

丹, 2000; 李明霞 等, 2019), 那么抑郁、焦虑的变

化趋势均有可能影响其亲社会倾向。但是, 一项元

分析发现, 抑郁与亲社会倾向显著负相关, 焦虑与

亲 社 会 倾 向 无 显 著 相 关 (Memmott-Elison et al., 

2020)。另一项纵向研究发现, 青少年的抑郁水平负

向预测与家庭有关的亲社会倾向, 即抑郁水平越高

的个体越不愿意与他人接触, 从而难以感知他人的

需要; 但是该研究却发现, 经历过焦虑的个体更容

易对同伴表现出亲社会倾向, 而对父母表现出较少

的亲社会倾向(Padilla-Walker et al., 2015)。基于此, 

我们假设抑郁和焦虑对个体的亲社会倾向存在不

同的影响。 

1.4  疫情后期青少年抑郁、焦虑变化趋势的性别

差异 

Nolen-Hoeksema 和 Girgus (1994)发现青春期

是个体心理健康问题性别差异的转折点。具体而言, 

在小学阶段男女生抑郁和同伴问题并没有显著差

异 , 但青春期女生的抑郁和同伴问题显著多于男

生。因此, 探讨青少年抑郁、焦虑的性别差异并提

供有针对性的干预建议, 这有助于青少年更好地度

过这一转折期。当前研究普遍认为, 女生比男生更

为敏感, 即社会环境变化的负面效应对女生的影响

更大 , 因而女生的抑郁、焦虑水平显著高于男生

(Ma et al., 2021)。但目前也有研究者对此观点提出

异议。一项针对 2010~2020 年我国内地初中生抑郁、

焦虑检出率的元分析表明, 初中生抑郁、焦虑的检

出率无显著的性别差异(张亚利 等, 2022)。不过也

有研究发现, 不同性别的青少年抑郁、焦虑也存在

不一致的变化轨迹。横断历史研究表明, 在疫情暴

发之前, 女生的抑郁、焦虑的恶化速度显著高于男

生(王勍, 俞国良, 2017; 俞国良 等, 2016), 且疫情

早期女生的抑郁、焦虑及其恶化速度也显著高于男

生(Hafstad et al., 2022)。由于疫情后期青少年抑郁、

焦虑的性别差异尚不清晰, 本研究拟借助多组潜在

增长曲线模型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究, 以期与前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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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进行对比, 从而获得构建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

系不可缺少的基础信息。 

综上, 本研究旨在探讨以下问题：第一, 疫情

后期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变化轨迹; 第二, 心理韧

性对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变化轨迹的预测作用; 第

三, 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发展是否会影响其亲社会

倾向; 第四, 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变化轨迹是否存

在性别差异。基于发展情境论(Lerner, 2002; Lerner 

et al., 2005)和心理健康变迁的三维理论框架(彭海

云 等, 2023; 辛素飞 等, 2021), 我们拟利用三时

点追踪设计, 借助潜在增长曲线模型(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LGCM; Duncan et al., 1999)刻画疫情

后期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变化趋势及其前因后果, 

进而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建设提供实证依据。 

2  方法 

2.1  调查背景与被试 

2.1.1  调查背景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出我国新冠疫情

进程共分为 4 个阶段(马晓伟, 2022)：第一阶段为紧

急进入突发疫情应急围堵阶段(2020 年新冠疫情暴

发之初至 2020 年 5 月), 该阶段成功遏制了新冠病

毒的快速传播; 第二阶段为常态化防控的探索阶段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8 月), 该阶段以核酸检测为

中心来促进预防, 用 2 至 3 个潜伏期来控制疫情(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020); 第三阶段为全

链条精准防控、动态清零阶段(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3 月) (央视网, 2021); 之后, 中国新闻网(2022)

发布, 自 2022 年 3 月我国逐步进入全方位综合防控

“科学精准、动态清零”的第四阶段。本研究从中国

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收集了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全国每日现存新冠确诊人数, 

并绘制了全国现存新冠确诊人数的变化轨迹(如图

1)。同时, 我们还发现, 山东每日现存新冠确诊人

数与全国每日现存新冠确诊人数呈显著正相关[r 

(N = 893) = 0.63, p < 0.001], 这表明山东与全国的

新冠疫情背景存在相似性。因此, 为更全面、更精

细地刻画疫情后期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趋

势, 本研究基于新冠疫情常态防控后三个阶段对山

东 5 所中学的青少年进行了三次问卷调查。 

2.1.2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法, 在山东省的 5 所中学开展线

下调查。三次调查的时间间隔为 6 个月, 整个调查

为期 12 个月。如图 1 所示, 第一次调查时间(T1) 

 
 

图 1  中国新冠疫情现存确诊病例的变化轨迹(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是 2021 年 5 月, 我国正处于疫情防控的第二阶段; 

T1 共招募了 2342 名中学生, 其中女生占比 51.3%, 

被试平均年龄为 13.7 岁, 年龄范围是 11 岁至 17 岁。

第二次调查时间(T2)是 2021 年 11 月, 此时正处于

疫情防控的第三阶段, 共有 1587 名中学生参加。第

三次调查时间(T3)是 2022 年 5 月, 此阶段处于疫情

防控的第四阶段, 共 1291 名学生参加调查。最终完

整参与三次调查的学生人数是 1170 人(男生占比

47.7%, 被试 T1 的平均年龄 13.32 岁, 年龄范围是

11 岁至 17 岁; 其他人口统计学信息见表 1), 他们

的数据被用于后续分析。 

 
表 1  被试人口学特征 

变量 人数 百分比(%) 变量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大专 110 9.4 

男生 558 47.7 本科 77 6.6 

女生 612 52.3 研究生 8 0.7 

年级  母亲学历   

初一 682 58.3 高中及以下 984 84.5 

初二 381 32.6 大专 117 10.0 

高一 107 9.1 本科 57 4.9 

居住地  研究生 7 0.6 

城市 921 80.5 家庭月收入   

农村 223 19.5 5000 元以下 328 28.2 

父亲学历  5000~10000 元 656 56.5 

高中及以下 972 83.3 10000 元以上 178 15.3 

 

由于第二次线下调查正处于“全链条精准防

控、动态清零”的疫情防控阶段, 我国因出现多种病

毒变异株而造成局部感染多发, 以致中学对外封控

的措施加大, 我们与部分中学的联系被迫中断; 而

且整个调查过程中学校重新分班、学生请假、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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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可抗力因素也造成了部分被试的流失。为确保

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 我们对样本数据进行流失分

析。第一, 在人口统计学变量方面, 与完整被试(参

与三轮的调查)相比, 流失被试来自于高中的比例

更多(χ2(1) = 91.42, p < 0.001, Cramér’s V = −0.20), 

来自于高收入家庭的比例更大(χ2(2) = 8.27, p = 

0.016, Cramér’s V = 0.06), 来自于城市的比例更大

(χ2(1) = 33.54, p < 0.001, Cramér’s V = −0.12), 年龄

更 大 的 中 学生 更 可 能 流失 (t(2340) = 15.22, p < 

0.001, Cohen’s d = 0.63), 但完整被试和流失被试在

性别(p = 0.311)、父亲学历(p = 0.595)、母亲学历方

面(p = 0.188)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后续的统计分析

中, 本研究将控制上述变量。第二, 在研究变量方

面, 流失被试比完整被试的抑郁程度更高(t(2246) = 

2.74, p = 0.006, Cohen’s d = 0.12), 但在焦虑和心理

韧性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ps > 0.083)。尽管在抑郁

方面存在差异 , 但效应量明显低于小效应的标准

(Cohen’s d = 0.20), 因此可以认为流失数据对研究

变量的影响较小。第三, 由于 t 检验和卡方分析涉

及多次比较 , 可能增大Ⅰ类错误 , 我们还使用了

Little 的完全随机缺失检验(Little, 1988), 结果表明

缺失数据满足完全随机缺失的要求(χ2(16) = 16.53, 

p = 0.417)。因此, 后续分析中仅纳入完整参与三轮

的被试样本(N = 1170)。 

2.2  调查过程与测量工具 

2.2.1  过程 

本研究获得了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伦理审

查委员会的批准, 并获得所调查学校校长和青少年

监护人的许可。三次调查均为群体施测, 被试在安

静的教室完成问卷填答, 每次调查时间大约 25 分

钟。被试填答问卷的过程中, 每间教室有一名研究

助理负责维护教室秩序、回答疑问、收集问卷, 并

在调查结束时发放礼物。 

2.2.2  测量工具 

本研究主要使用的测量工具如下。其中, 三个

时间点都测量的变量包括抑郁和焦虑, 仅仅在 T1

测量的变量包括心理韧性和人口学变量, 仅在 T3

测量的变量是亲社会倾向。 

(1)抑郁 

抑郁的测量工具是 Radloff (1977)编制的流调

中 心 抑 郁 量 表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的中文修订版(陈祉妍 等, 

2009)。该量表主要测量抑郁心境和体验, 要求被试

对最近一周出现的抑郁感受的频度进行评价。量表

包括 20 题, 采用 4 点量尺计分(1 = 没有或几乎没

有, 2 = 少有, 3 = 常有, 4 = 几乎一直有), 例题是

“我认为我的生活一无是处”。将 4 个反向条目重新

计分后, 计算出均值代表个体的抑郁水平, 得分越

高表明抑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内在一

致性信度较好(T1/T2/T3: α = 0.91/0.92/0.92)。 

(2)焦虑 

使用 Zung (1971)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 SAS)的中文修订版(刘贤臣 

等, 1997)测量焦虑, 被试需要评价自己在过去一周

的焦虑程度。量表共 20 题, 采用 4 级评分方式(1 = 

没有/很少时间, 2 = 少部分时间, 3 = 相当多时间, 

4 = 绝大部分/全部时间), 例题是“我觉得比平常容

易紧张或着急”, 量表均值代表个体的焦虑程度。本

研究发现该量表的内在一致性信度较好(T1/T2/T3: 

α = 0.86/0.86/0.84)。 

(3)心理韧性 

在 T1 测量青少年的心理韧性。采用中文版韧

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测量心理

韧性, 该量表最初由 Connor 和 Davidson (2003)编

制, 中文版由 Yu 和 Zhang (2007)翻译和修订。该问

卷包含 25 个条目, 如“我能适应变化”, 采用 5 点评

分方式(1 = 完全不符合, 5 = 完全符合)。量表均值

越高代表心理韧性水平越高(α = 0.90)。 

(4)亲社会倾向 

在 T3 采用寇彧等人(2007)修订的亲社会倾向

量表(Prosocial Tendencies Measure; Carlo & Randall, 

2002)测量亲社会倾向。该量表共 9 题, 包括两个维

度, 即公开亲社会倾向(4 题, 如“在很多公共场合

中, 我更愿意帮助同学”)和匿名亲社会倾向(5 题, 

如“我更愿意在匿名的情况下捐款”)。量表均值代表

亲社会倾向(α = 0.89)。 

2.3  数据分析策略 

第一, 进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和描述统计。第

二, 如图 2, 构建一系列潜在增长曲线模型(LGCM; 

Duncan et al., 1999)刻画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的变迁

轨迹。在不控制协变量的情况下, 使用无条件线性

LGCM 探讨抑郁和焦虑的轨迹形状。LGCM 中的截

距因子表示三个时间的结果变量的初始值, 即抑郁

或焦虑的基线水平(截距均值), 斜率因子表示随时

间变化的平均速率(斜率均值)。截距和斜率因子之

间的正相关意味着, 抑郁(或焦虑)初始值越大的个

体的抑郁(或焦虑)变迁的速度越快; 相反, 负相关

代表初始水平较高的个体呈现变化的速度较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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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潜在增长曲线模型中的变量设置 
 

处理缺失数据, 使用 Mplus 的全息极大似然估计法

进行数据插补(Enders & Bandalos, 2001)。使用 CFI、

TLI、RMSEA 和 SRMR 等指标评价 LGCM 的拟合

程度, 当 CFI 和 TLI 大于 0.90, 而 RSMEA 和 SRMR

小于 0.08 时 , 说明模型拟合较好(Hu & Bentler, 

1999)。第三, 构建多组 LGCM, 分别探讨青少年的

抑郁和焦虑轨迹的截距(初始值)和斜率(增长速度)

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为检验是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

异, 设置一个限制性模型和一个非限制性模型, 之

后对比这两个模型是否有显著差异。使用 ΔCFI 和

ΔRMSEA 比较限制性模型相较于非限制性模型的

拟合程度变化量(Chen, 2007)：如果 ΔCFI > −0.01, 

ΔRMSEA < 0.015, 则说明两个模型没有显著差异; 

否则, 则说明非限定模型显著更好, 即焦虑或抑郁

的轨迹存在性别差异。第四, 构建带有预测变量的

LGCM, 考察 T1 的心理韧性对抑郁和焦虑变化轨

迹的预测作用, 其中控制变量是性别、年龄、年级、

居住地类型、父母学历和家庭月收入。最后, 构建

带有结果变量的 LGCM, 分别考察抑郁轨迹和焦虑

轨迹对 T3 的亲社会倾向的预测作用, 并控制了一

系列人口学变量。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与描述统计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方法分别对三时点的测量

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 T1 共析出

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12 个, 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

为 25.2%; T2 共析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6 个, 最

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34.3%; T3 共析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8 个, 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26.8%。

综上, 三时点测量数据的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均小

于 40% (周浩, 龙立荣, 2004)。因此, 本研究不存在

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表 2 呈现了抑郁和焦虑(T1/ 

T2/T3)、心理韧性(T1)和亲社会倾向(T3)的均值、

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表 2  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1. 抑郁(T1) —       

2. 抑郁(T2) 0.63 —      

3. 抑郁(T3) 0.53 0.69 —     

4. 焦虑(T1) 0.80 0.60 0.50 —    

5. 焦虑(T2) 0.57 0.84 0.63 0.61 —   

6. 焦虑(T3) 0.50 0.65 0.81 0.52 0.68 —  

7. 心理韧性(T1) −0.51 −0.31−0.29 −0.40 −0.26 −0.23 —  

8. 亲社会倾向(T3) −0.18 −0.19−0.22 −0.17 −0.15 −0.18 0.30 —

M 1.85 1.76 1.65 1.84 1.76 1.66 3.47 3.45

SD 0.55 0.60 0.58 0.47 0.47 0.44 0.63 0.78

注：T1 = 时间 1; T2 = 时间 2; T3 = 时间 3。所有的相关系数

在 p < 0.001 水平显著。 

 

3.2  抑郁和焦虑的变化轨迹 

关于抑郁和焦虑的变化轨迹, 线性 LGCM 拟

合良好(抑郁: χ2(1) = 0.14, p = 0.711, CFI = 1.000, 

TLI = 1.000, RMSEA < 0.001, SRMR = 0.002; 焦虑: 

χ2(1) = 0.01, p = 0.941, CFI = 1.000, TLI = 1.000, 

RMSEA < 0.001, SRMR < 0.001), 因此选用线性

LGCM 作为最终模型。如表 3, 抑郁轨迹模型的截

距为正(b = 1.86, p < 0.001), 斜率的均值显著为负

(b = −0.10, p < 0.001), 即抑郁随时间推移显著下降

(各时点的估计均值: MT1 = 1.86; MT2 = 1.76; MT3 = 

1.66)。截距与斜率呈负相关(r = −0.34, p < 0.001), 

即 T1 的抑郁越高, 抑郁随时间下降的速度越慢。

同样地, 焦虑模型的截距显著为正(b = 1.84, p < 

0.001), 斜率的均值显著为负(b = −0.09, p < 0.001), 

即焦虑随时间推移显著下降(各时点的估计均值 : 

MT1 = 1.84; MT2 = 1.75; MT3 = 1.66)。截距与斜率呈

显著负相关(r = −0.37, p < 0.001), 即 T1 的焦虑越

高, 焦虑随时间下降的速度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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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全样本和不同性别的潜在增长曲线模型结果 

轨迹 全样本 男生 女生 

抑郁    

截距均值 1.86***[1.83, 1.89] 1.80***[1.76, 1.84] 1.91***[1.86, 1.95] 

斜率均值 −0.10***[−0.12, −0.09] −0.12***[−0.14, −0.09] −0.09***[−0.11, −0.07] 

截距和斜率的相关 −0.34*** [−0.43, −0.25] −0.28***[−0.43, −0.13] −0.38***[−0.50, −0.27] 

焦虑    

截距均值 1.84***[1.82, 1.87] 1.79***[1.75, 1.83] 1.89***[1.85, 1.92] 

斜率均值 −0.09***[−0.10, −0.08] −0.10***[−0.12, −0.08] −0.08***[−0.10, −0.06] 

截距和斜率的相关 −0.37***[−0.47, −0.27] −0.39***[−0.53, −0.25] −0.36***[−0.51, −0.21] 

注：表中呈现的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方括号中是 95%置信区间。***p < 0.001。 

 

3.3  抑郁和焦虑变化轨迹的性别差异 

接下来, 进行多组 LGCM 分析, 以探讨不同性

别青少年抑郁和焦虑轨迹的截距和斜率是否不同。

关于抑郁轨迹的性别差异, 通过对比限制性模型和

非限制性模型, 发现限制性模型显著差于非限制性

模型(ΔCFI = −0.017, ΔRMSEA = 0.025), 即抑郁的

截距或斜率可能存在性别差异。因此, 使用非限制

性模型(χ2(2) = 11.78, p = 0.003, CFI = 0.992, TLI = 

0.977, RMSEA = 0.091, SRMR = 0.020)考察抑郁轨

迹的性别差异。如表 3 和图 3A 所示, 男生的抑郁

轨迹的截距均值(b = 1.80, p = 0.001)显著低于女生

的截距均值(b = 1.91, p < 0.001), diff = −0.11, 95% 

CI [−0.17, −0.05], p = 0.001, 即男生在 T1 的抑郁显

著 低 于 女 生 ; 但 男 生 抑 郁 轨 迹 的 斜 率 均 值 (b = 

−0.12, p < 0.001)与女生斜率均值(b = −0.09, p < 

0.001)无显著差异 , diff = −0.03, 95% CI [−0.06, 

0.01], p = 0.115, 即不同性别青少年的抑郁变化速

度没有显著差异。 

关于焦虑轨迹的性别差异, 限制性模型显著差

于非限制性模型(ΔCFI = −0.021, ΔRMSEA = 0.067), 

即焦虑变化轨迹的截距或斜率存在性别差异。因此, 

使用非限制性模型(χ2(2) = 3.97, p = 0.137, CFI = 

0.998, TLI = 0.995, RMSEA = 0.041, SRMR = 0.012)

考察焦虑轨迹的性别差异。如表 3 和图 3B 所示, 男

生焦虑轨迹的截距均值(b = 1.79, p < 0.001)显著低

于女生(b = 1.89, p < 0.001), diff = −0.10, 95% CI 

[−0.15, −0.04], p < 0.001, 即男生在 T1 的焦虑显著

低于女生; 但男生焦虑轨迹的斜率均值(b = −0.10, 

p < 0.001)与女生(b = −0.08, p < 0.001)没有显著差

异, diff = −0.02, 95% CI [−0.04, 0.01], p = 0.187, 即

焦虑下降速度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3.4  心理韧性对抑郁和焦虑轨迹的预测作用 

首先, 进行多组 LGCM 分析, 探讨不同性别的

心理韧性对抑郁和焦虑的影响, 结果发现限制性模

型与非限制性模型没有显著差异(抑郁: ΔCFI = 0, 

ΔRMSEA = −0.004; 焦虑: ΔCFI = −0.001, ΔRMSEA = 

−0.001)。因此, 不再进行多组分析, 而是将心理韧

性作为自变量, 抑郁(或焦虑)轨迹的截距和斜率作

为因变量, 将包括性别在内的人口学特征作为控制

变量。结果表明, 模型拟合良好(抑郁: χ2(9) = 49.44, 

p < 0.001, CFI = 0.974, TLI = 0.922, RMSEA = 0.065, 

SRMR = 0.029;焦虑: χ2(9) = 25.14, p =0.003, 
 

 
 

图 3  男生和女生的抑郁(A)和焦虑(B)轨迹 
注：图中的数值来源于潜在增长曲线模型, 代表各时点抑郁和焦虑的估计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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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 = 0.988, TLI = 0.964, RMSEA = 0.041, SRMR = 

0.017)。T1 的心理韧性显著负向预测 T1 的抑郁(b = 

−0.43, 95% CI [−0.48, −0.39], p < 0.001), 正向预测

抑郁的下降速度(b = 0.09, 95% CI [0.07, 0.12], p < 

0.001)。类似地, T1 的心理韧性显著负向预测 T1 的

焦虑(b = −0.28, 95% CI [−0.33, −0.24], p < 0.001), 

正向预测焦虑的下降速度(b = 0.08, 95% CI [0.05, 

0.10], p < 0.001)。这说明青少年的心理韧性越高, 

他们在 T1 的抑郁和焦虑也会越低, 且随时间推移

其抑郁和焦虑下降的速度越快。 

3.5  抑郁和焦虑轨迹对亲社会倾向的预测作用 

首先, 进行多组 LGCM 分析, 探讨不同性别的

抑郁轨迹或焦虑轨迹对亲社会倾向的影响, 发现限

制 性 模 型 与 非 限 制 性 模 型 没 有 显 著 差 异 ( 抑 郁 : 

ΔCFI = −0.002, ΔRMSEA = −0.007; 焦虑: ΔCFI = 

−0.003, ΔRMSEA = 0.003)。因此, 不再进行多组分

析, 而将抑郁(或焦虑)轨迹的截距和斜率作为自变

量, 亲社会倾向作为因变量, 将人口学特征作为控

制变量。结果表明, 模型拟合良好(抑郁: χ2(23) = 

85.80, p < 0.001, CFI = 0.955, TLI = 0.933, RMSEA = 

0.049, SRMR = 0.053; 焦虑: χ2(23) = 86.05, p < 

0.001, CFI = 0.951, TLI = 0.927, RMSEA = 0.049, 

SRMR = 0.051)。抑郁轨迹的截距显著负向预测 T3

的亲社会倾向(b = −0.40, 95% CI [−0.50, −0.30], p < 

0.001), 抑郁轨迹的斜率显著负向预测亲社会倾向

(b = −0.49, 95% CI [−0.72, −0.26], p < 0.001), 即抑

郁的初始水平越低, T3 的亲社会倾向越高; 抑郁的

下降速度越快, 青少年在 T3 的亲社会倾向越高。

另外, 焦虑轨迹的截距显著负向预测 T3 的亲社会

倾向(b = −0.45, 95% CI [−0.58, −0.32], p < 0.001), 

但焦虑轨迹的斜率对亲社会倾向没有显著预测作

用(b = −0.34, 95% CI [−0.70, 0.02], p = 0.061)。这说

明焦虑的初始水平越低, T3 的亲社会倾向越高。 

4  讨论 

以往有关新冠疫情与青少年抑郁、焦虑的研究

多集中在我国疫情防控的第一阶段(突发疫情应急

围堵阶段)、第二阶段(常态化防控的探索阶段), 很

少有研究涉及疫情防控第三阶段 (全链条精准防

控、动态清零阶段)和第四阶段(全方位综合防控“科

学精准、动态清零”阶段)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变化。

基于此, 本研究依据我国常态化防控的后三个阶段

选取了山东 5 所中学的 1170 名中学生为被试共收

集了三次数据, 并利用潜在增长曲线模型刻画疫情

后期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变化趋势, 因山东疫情与

全国疫情呈显著正相关, 此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折

射出我国疫情后期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变化轨迹及

其“前因后果”。首先, 本研究从抑郁、焦虑的初始

水平、变化趋势以及两者的关系三方面系统刻画了

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疫情后期我

国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发展并未恶化, 反而呈现向

好趋势。这一结果肯定了我国对改善青少年心理健

康所做出的努力, 不过我们仍需要正确认识这一积

极变化。其次, 借助心理健康的三维理论框架(彭海

云 等, 2023; 辛素飞 等, 2021), 抑郁、焦虑水平的

下降不仅仅有远端因素、近端等环境因素的作用, 

其中个体−群体因素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通过本

研究的讨论, 我们试图对抑郁、焦虑的变化特征进

行解释, 并探讨心理韧性在抑郁、焦虑发展中的作

用机制以及此发展趋势对亲社会倾向的影响, 进而

在此基础上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建设提供系统的

干预思路。 

4.1  疫情后期青少年抑郁、焦虑变化轨迹 

本研究发现, 疫情后期青少年抑郁、焦虑呈下

降趋势。这一结果与已有的横断历史研究所发现的

我国青少年抑郁、焦虑呈上升趋势相反(王金睿 等, 

2022; 辛自强, 池丽萍, 2020; Xin et al., 2020)。出现

以上分歧的原因可能是, 以往横断历史研究的数据

收 集 年 代 并 不 包 含 疫 情 发 生 的 时 期 , 即 不 包 括

2020 年及之后的数据。而疫情发生后我国青少年心

理健康的干预与预防得到空前发展。在疫情暴发后

我国最早开设针对学生的线上心理援助热线, 且不

断建立和完善针对青少年的心理援助体系(傅小兰 

等, 2023; Xu et al., 2022)。宏观环境中社会支持系

统的完善可能降低了与疫情有关的社会环境因素

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威胁, 使其对未来不确定性的

恐惧逐渐减少, 并对疫情后期的环境变化做出适应

性应对策略(Lin et al., 2022), 进而从远端降低青少

年的抑郁、焦虑水平。此外, 中科院心理所 2023

年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 

2022)》表明, 相较于 2020~2021 年, 2021~2022 年

青少年抑郁和焦虑发生率有所回落 (傅小兰  等 , 

2023), 这一调查发现可与本研究结果相互印证。相

对疫情早期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滑坡” (王晓玉 等, 

2023), 在疫情后期青少年表现出更多的积极适应。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 因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 我国

在疫情之初不得不颁布相关管制措施(如封城、居

家隔离等)。由于青少年正处于社会性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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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对社会联系和支持的需求较大(俞国良, 2022)。

居家防控和线上学习使得青少年的社会联系暂时

中断, 这使其产生了较大的暂时性压力, 以致疫情

早期青少年抑郁、焦虑水平较高(Ma et al., 2021)。

而在常态化管控下, 我国的学校管理和家庭系统等

近端环境中的社会联系逐渐恢复(Wu & Liu, 2023), 

青少年的人际关系网络得以正常运转, 这可能使其

更好地从抑郁、焦虑困境中恢复。整体上来看, 远

端环境中的社会支持系统和近端环境的人际关系

网络可能是青少年抑郁、焦虑呈现好转的原因。但

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还发现青少年的抑郁、焦虑水

平的截距与斜率呈显著的负相关, 即抑郁、焦虑的

初始水平越高, 抑郁、焦虑的下降速度越缓慢。因

而对于高抑郁或高焦虑的青少年需要制定个性化

的干预方案来改善其抑郁和焦虑。 

4.2  心理韧性与社会变迁的交互作用——推动

青少年抑郁、焦虑的积极变化 

尽管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的抑郁、焦虑逐渐改善, 

但抑郁、焦虑问题仍然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主要威

胁因素(傅小兰 等, 2023), 这引起了社会对青少年

心理健康问题的广泛关注。然而, 问题的增加和关

注的增加使我们更加处于一种被动状态, 心理健康

服务的主要模式就是“出现问题 , 解决问题”或者

“出现问题, 预防问题”的“问题为核心”的思路, 而

这样的模式使我们的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处于一种

跟在问题的后面进行的模式。此次新冠疫情给予了

我们新的启示, 即在社会飞速发展的阶段, 心理健

康问题具备典型的不可预测性和快发频发的特点, 

这个时候需要研究者和实践者更多关注青少年的

主动性, 科学有效地挖掘青少年与社会交互发展的

作用机制, 将“被动应付”的模式变为“主动应对”的

方式。根据心理健康变迁的三维理论框架(彭海云 

等, 2023; 辛素飞 等, 2021), 青少年心理健康变迁

受到近端和远端环境因素与社会变迁的交互影响, 

同时也受到个体−群体因素与社会变迁的交互影

响。而心理韧性作为诸多保护性因素整合意义上的

概念(马伟娜 等, 2008), 与个体的认知、心理发展、

社会适应密切相关, 是个体的重要内在潜能(Zhang 

et al., 2022)。因而, 心理韧性的作用机制可作为激

发青少年主观能动性的重要切入点。 

本研究结果发现, 初次测量的心理韧性水平能

够显著地负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和焦虑水平, 个体

的心理韧性水平越高, 其抑郁、焦虑水平越低, 这

验证了心理韧性的保护机制。基于心理韧性的补偿

模型(Garmezy, 1985), 个体的心理韧性通过调动自

身的保护因子与威胁因子发生交互作用, 以减少自

身心理失衡的几率。尽管疫情后期社会环境已逐渐

从紧张状态中恢复, 但青少年依旧面临着诸多的环

境威胁(如局部暴发的疫情), 这可能会激发个体自

身的保护性因素与自身所体现的不安等危险因子

发生交互作用, 且心理韧性越高的个体所调用的保

护性因素越多, 更容易与自身所体验的威胁因子发

生交互作用, 阻止疫情对自身心理健康平衡的瓦解, 

进而降低抑郁、焦虑水平。 

此外 , 心理韧性是具有多层水平的复杂概念 , 

其 作 用 机 制 也 涉 及 多 种 模 式 (马 伟 娜  等 , 2008; 

Davydov et al., 2010)。本研究结果发现, 初次测量

的心理韧性水平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和

焦虑的下降速度, 个体心理韧性的水平越高, 其抑

郁、焦虑的下降速度越快,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

心理韧性不仅可以在“逆境”中保护个体免受压力

性事件的伤害(高雯 等, 2019), 还可以在慢性压力

性事件下持续推动青少年抑郁、焦虑的改善, 发挥

心理韧性的促进机制 , 进而实现个体的创伤后成

长 。 基 于 生 态 系 统 理 论 提 出 的 心 理 韧 性 框 架

(Kumpfer, 1999; Zhang et al., 2022)可对此作用过程

进行进一步解释。该模型指出心理韧性的作用过程

涉及外界环境、个体内部以及两者间的相互作用三

方面。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可能会有意或者无意改变

其环境或对环境进行有选择的觉知。在疫情后期下

我国的社会环境中既存在威胁因素(疫情后期的负

面信息)也存在保护因素(如社会支持系统), 心理韧

性较高的青少年可能会及时寻求环境的保护性因

素, 并借助自身的应对策略合理调节消极情绪, 从

而在适当的外在资源的帮助下激发其内在潜能的

长效机制, 进而实现创伤后成长。综上, 本研究结

果不仅展现了个体心理韧性在社会变迁下的能动

过程, 也契合了心理健康变迁的三维理论框架所提

出的系统思想(彭海云 等, 2023; 辛素飞 等, 2021)。

青少年抑郁、焦虑两大心理健康威胁不仅仅需要近

端和远端环境的改善, 还需要充分发挥青少年的主

体性, 特别是培养他们的心理韧性, 进而促使其心

理健康发生积极变迁。 

4.3  青少年抑郁、焦虑发展的社会性结果——亲

社会倾向 

此外, 本研究还探讨了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发

展对其亲社会倾向的潜在影响, 研究发现疫情后期

社会变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变迁产生积极影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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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增加其积极的社会性反馈。具体而言, 研究发

现抑郁的初始水平和下降速度均能预测其亲社会

倾向, 但是焦虑的下降轨迹却不能预测其亲社会倾

向。我们认为抑郁和焦虑的变化轨迹对青少年亲社

会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的原因可能与不同类型的情

绪问题对个体亲社会倾向的影响机制不同有关。首

先, 共情−利他假说(Batson, 1987)强调, 对他人的

困境感同身受是产生亲社会倾向的前提。而经历过

抑郁的个体往往具有较高的共情能力(颜志强, 李

珊, 2021)。青少年抑郁水平呈下降趋势, 一定程度

上说明青少年群体正逐渐从抑郁困境中恢复。而从

抑郁中恢复的青少年可能更容易对他人的痛苦共

情, 进而产生帮助他人的亲社会动机, 但高抑郁的

个体难以从自身的消极认知中跳出, 这可能使其缺

乏足够的认知资源去感知他人的需要。相较于抑郁, 

焦虑作为个体面对学习和生活事件时产生的即时

情绪, 是个体向外界发出的“求救信号” (van Kleef 

& Lelieveld, 2022)。因此, 在焦虑状态下的青少年

更倾向于寻求他人(如同伴)的帮助, 故青少年焦虑

的变化趋势可能增加同伴的亲社会倾向, 却无法预

测自身的亲社会倾向(Padilla-Walker et al., 2015)。

但是目前仅有少量研究探讨了青少年抑郁、焦虑与

亲社会倾向间的关系, 尚无法精确地阐述抑郁、焦

虑的变化趋势与亲社会倾向间的作用机制。未来可

在此基础上进行纵向实验设计进一步探讨抑郁、焦

虑和不同类型亲社会倾向间的关系。 

4.4  不同性别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变化趋势及其

差异 

本研究借助多组潜在增长曲线模型对不同性

别的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本结

果发现, 在三个时间点, 女生的抑郁和焦虑水平均

显著高于男生。该结果与以往研究相吻合(王勍, 俞

国良, 2017; 俞国良 等, 2016)。在生理和认知因素

的交互影响下, 女生在青春期面对压力时更容易产

生负面情绪, 更容易受到消极情绪的困扰(Hafstad 

et al., 2022)。而且在疫情期间, 疫情所带来的负面

效应对女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影响更大 (Ma et al., 

2021)。整体来看, 女生在青春期的敏感性较高是女

生抑郁、焦虑状况较差的主要原因 (俞国良  等 , 

2016)。但是, 本研究还发现疫情后期青少年的抑郁

与焦虑变化趋势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该结果在

一定程度上为性别相似性假说提供了证据。性别相

似性假说认为, 男生和女生在大多数心理变量上相

似(Hyde, 2014)。特别是当前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

变迁与社会环境变迁密切相关, 众多研究也认为生

理的性别差异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减弱 (Hyde, 

2014), 反而是社会背景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

(俞国良, 王浩, 2020)。因此, 随着我国与疫情相关

的环境整体趋于稳定, 男生和女生的焦虑和抑郁水

平均呈现相似的下降的速度。这也告诉我们, 男生

和女生之间的抑郁和焦虑虽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是

这种差异也不应该被看作是缺陷, 教师和家长在青

少年教育中需要谨慎对待这些差异, 更应该思考如

何更好发挥当下青少年性别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

的优势, 更好地帮助青少年应对抑郁和焦虑等心理

健康问题。 

4.5  研究意义、局限与展望 

综上所述, 探讨疫情后期青少年的抑郁和焦虑

水平变化轨迹对其心理健康研究具有独特价值。第

一, 本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抑郁、焦虑水平呈下降

趋势, 这使得我们对重大突发卫生状况背景下青少

年心理健康的变迁趋势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第二, 

心理韧性在青少年抑郁、焦虑的下降趋势中起推动

作用。这不仅扩展了心理韧性系统作用机制模型

(Davydov et al., 2010)的解释范围, 也说明心理韧

性在青少年抑郁、焦虑的恢复过程中具有重要价

值。例如, 在长期且大规模的“慢性”压力性事件下, 

心理韧性可以发挥其促进作用, 助推心理健康问题

改善。第三, 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变化轨迹也会影

响其亲社会倾向。我们将亲社会倾向作为“结果变

量”放入个体抑郁、焦虑的变迁趋势中, 以个人与社

会相互建构的心理关系揭示了我国社会心态的发

展, 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青少年心理健康建设对提

升社会福祉具有重要价值。第四, 青少年抑郁、焦

虑的性别差异仅是在三个调查时间点上存在性别

差异, 但是抑郁、焦虑的变化趋势却没有显著性别

差异, 这也为心理健康性别差异这一争议性议题提

供了新的思考。 

尽管我国青少年抑郁和焦虑水平有所下降, 但

其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依旧很高 (俞国良 , 2022), 

为防止抑郁、焦虑再度恶化, 基于研究结果, 我们

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建设提供以下干预思路：其一, 

教育部门需密切监测青少年心理健康各个指标的

动态变化, 为此可开展定期追踪调查, 识别青少年

的抑郁和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 并及时开展干预。

其二, 如何缩短青少年从消极认知或消极情绪中的

恢复时间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建设的关键环节。目前, 

心理韧性干预在青少年教育实践领域应用的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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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也最富有成效(于肖楠, 张建新, 2005; Zhang et 

al., 2022)。本研究也发现心理韧性作为青少年心理

健康改善的促进因素(如心理韧性的初始水平越高, 

其抑郁、焦虑的下降速度越快), 因而教师可设计一

系列提升青少年心理韧性的课程, 进而加强其对压

力性事件的抵抗力。其三, 还应该关注青少年的亲

社会倾向。学校可以将青少年的亲社会倾向作为青

少年抑郁和焦虑变迁的后续影响指标, 综合考察青

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其四, 女生的抑郁、焦虑水

平依旧高于男生, 这一问题长期存在, 因此教育工

作者应该考虑改变以往的干预模式, 更为精准地改

善不同性别群体的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 

诚然, 目前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 

本研究使用为期 12 个月的三时点追踪调查数据, 

借助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刻画了青少年抑郁和焦

虑的变化轨迹。未来可采集多个时间点的数据, 进

一步考察青少年抑郁、焦虑是否存在非线性变化模

式。第二, 考虑到中考和高考等非社会性变化可能

会影响疫情后期青少年抑郁、焦虑的测量, 我们没

有收集初三和高三学生的数据。未来研究者可以考

虑纳入初三、高三这两类特殊青少年群体进一步探

讨青少年抑郁、焦虑的变化轨迹, 更精准地构建心

理健康监测体系和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第三, 因为

本研究仅收集了中国样本, 未来也可以开展跨文化

研究, 以验证青少年抑郁、焦虑变化趋势的普遍性。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 但本研究为描述新冠疫情对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提供了基础信息。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新冠疫情后期, 我国青少年的抑郁和焦虑水平

呈下降趋势, 但抑郁和焦虑初始水平越高, 其下降

速度越慢。 

控制相关人口学变量后, 心理韧性可显著负向

预测青少年的抑郁和焦虑的初始水平, 显著正向预

测抑郁和焦虑的下降速度, 即心理韧性的初始水平

越高, 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的初始水平越低, 抑郁和

焦虑的下降速度越快。 

控制相关人口学变量后, 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的

初始水平均能显著负向预测其亲社会倾向, 但只有

青少年抑郁的积极发展能影响其亲社会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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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ll age groups’ mental health has substantially declined. Compared to 

other age groups,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problems was more salient, 

particularly 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Previous studies, which were primarily conducted during the phase of 

COVID-19 pandemic, have mainly covered the first and second phases of COVID-19-related prevention and 

containment in China, without adequate attention being paid to the third and fourth phases of COVID-19-related 

prevention and containment in China. Currently, there are three competing hypotheses for the longitudinal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in the post-COVID era, m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ntal health monitoring system and the mental health service system for adolescents in 

China “blind spots”. Based on developmental contextualism and three-dimensio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ental health change, the present study thus investigated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adolescents,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anteceden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outcome (prosocial 

tendency) of such trajectories in the late phas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China. 

    In this study, 1170 adolesc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were assessed at three time points with a six-month 

interval (Time 1 = May 2021; Time 2 = November 2021; Time 3 = May 2022) from the normalization period of 

the pandemic through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The adolescents completed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and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during the three measurements. Furthermore, all adolescents 

completed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at Time 1 and Prosocial Tendencies Measure at Time 3. 

Attrition analyses, common method bias analys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re analyzed by SPSS software. 

The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s well as their associated antecedent (i.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outcome (i.e., prosocial tendency) were further analyzed via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s using Mplus 

softwar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s, adolescent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levels 

tended to decline.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t Time 1, the slower the decline over time. 

Furthermor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t Time 1 negatively predicted initial level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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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decreasing speed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trajectories. Concerning the outcomes, we 

found that the initial level and speed of depression trajectorie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predicted the levels 

of prosocial tendency at Time 3. Regarding the anxiety trajectory, its intercept factor negatively predicted 

prosocial tendency at Time 3, but its slope factor’s predictive effect was non-significant. Finally, multi-group 

analyses revealed that both boys and girls showed declining trends i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over time, while 

girls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itially than boys. 

    In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changes in mental health (particularly depression and anxiety 

problem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in the late phas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were developing well, which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better construction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service system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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